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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批判的有效性及其限度
———以王船山的心学批判为例

孙钦香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４）

　 　 ［摘　 要］ 与陆王心学的兴起演进相伴而生的便是心学批判史的展开，而王船山即此

心学批判史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 首先，基于心性之辨，批评陆王“心即理”说，克服心学

“主体性形上学”，在超越与内在之间保持均衡；其次，承继朱子“格物始教”，并积极回应

阳明之问，批评陆王“第一义工夫”；最后，对心学之社会政治风气影响的批判显然属“外在

批判”，但针对李贽、陶望龄等对当时文风影响的批判，却也言之成理。 可见，船山的心学

批判有其思想效力，但亦有其限度，与陆王心学共享“仁义固有”，这决定其在人性的看法

上仍属于广义道学，且其“外在批判”存在苛评。
［关键词］ 心学批判　 “主体性形上学”批判　 “第一义工夫”批判　 外在批判

［基金项目］ ２０２３ 年度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明新合一之至善：王船山政治哲学研究”（２３ＦＺＸＢ０２６）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孙钦香（１９８０—），女，山东莒南人，哲学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船山学、宋明理学。
①　 姚才刚、李莉：《宋明理学中的“心学”概念》，《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第 ８７ 页。
②　 关于陆王之学的传播，参见桑东辉《阳明学的传播及当代启示———以书院为中心》，《思想理论战线》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③　 关于此心学脉络中人物，朱子曰：“圣门只说为仁，不说知仁……上蔡一变而为张子韶。 上蔡所不敢冲突者，张子韶出来，尽冲突

了……近年陆子静又冲突，出张子韶之上。”（朱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 １４ 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安徽教育

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２ 年，第 ７０７ 页）船山曰：“陷于佛者，如李翱、张九成之流……若陆子静及近世王伯安，则屈圣人之言以附会之，
说愈淫矣。”（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 １２ 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６ 页）。

④　 李明辉指出：“一般而言，哲学的批判有‘外在的批判’与‘内在的批判’两种。 外在的批判系从批判者的立场出发，对不同的立

场所提出的批判。 这种批判系建立在不同的理论预设上，故往往形成各说各话或是见仁见智的局面，不易产生理论上的强制

力。 反之，内在的批判旨在指出某一理论或学说内部的逻辑矛盾或理论困难。 由于这种批判不必预设批判者本身所依据的理

论前提，故往往有更强的说服力。”（李明辉：《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５２ 页）。

⑤　 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年标点本，第 ４－５ 页。
⑥　 本文所引《传习录》文本，仅标注条目，条目编排次数按照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３ 年）所定。

广义心学是指儒家的心性之学，而狭义心学专指倡导心本论一派儒家的思想学说，即陆王心

学①，本文所谓的心学批判主要是针对狭义心学即陆王心学的批判而言。 虽然陆王心学作为一个学

派概念在清末才出现，但陆象山、王阳明并称或“陆王之学”的说法在明末便已广为流行②。 而且，按
照朱子、船山的说法，狭义上的心学传统可推至谢上蔡、张九成，从而形成谢、张、陆、王心学发展脉

络③。 而对此心学脉络中各家学问宗旨的批判构成了一段显著的心学批判史，由朱子发端，王船山、
顾炎武、陆陇其等明末清初儒者为主力，严复、冯友兰等现代学者为尾声。 本文以船山的心学批判为

主要考察对象，论述其围绕心性论、工夫论、社会政治风气影响等方面，对陆王心学“主体性形上学”、
“第一义工夫”（或“先天之学”）、士风偷薄、家国沦丧等提出或“内在”或“外在”的批判④，从而呈现

其批判的有效性及其限度。

一、对“心即理”意义上的心之本体化的批判

如所周知，象山指出：“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
亦言：“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⑤阳明

强调“心即性，性即理”，批评朱子“心与理”说（《传习录》第 ３３ 条）。⑥亦指出：“心即理也。 天下又有

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第 ３ 条）对此种种论述，船山从“理以生心”和“心以具理”角度



进行了深刻的批评。
首先，船山指出：“原心之所自生，则固为二气五行之精，自然有其良能，良能者，‘神’也。 而性以

讬焉，知觉以著焉。 性以讬，故云‘具众理’。 知觉以著，故云‘应万事’。”在此，船山继承张载、朱子对“心”
的界定，进而指出“人之有心，天事也”原不是“人之道”。 这是因为“心”是“气化之肇夫神明者，固亦

理矣，而实则在天之气化自然必有之几”，也就是说，对“心”的正确理解应是“但为天之神明以成其

变化之妙”。 可见，此“心”仅为天地神化必有之几，而不是乾坤健顺之德本身。 因此，船山严辨心、
性，认为前者是“天事”，而后者乃是“天之俾人以性，人事也”，即仁义礼智是“人之道”，是人之为人

的基本规定，而虚灵明觉之心不是人之为人的价值规定。 其次，就天之化生与人之承天的角度来看，
前者具体是指“天以化生，而理以生心”，后者是指“则人以承天，而心以具理”。 而无论是从“理以生

心”还是从“心以具理”角度均不能论证“即心即理”，这是因为如果说“即心即理”，那么从“理以生

心”角度来说便是“诿人而独任之天”，即放弃人为而独任天生；而就“心以具理”而言，尤其不可说

“即心即理”，这是因为“心苟非理，理亡而心尚寄于耳目口体之官以幸免于死”①。 进而对“心一理

也”的两种情况分别给出批评，船山指出：
以云“心外无理”，犹之可也，然而固与释氏唯心之说同矣。 父慈子孝，理也。 假令有人焉，

未尝有子，则虽无以牿亡其慈之理，而慈之理终不生于心，其可据此心之未尝有慈，而遂谓天下

无慈理乎？ 夫谓未尝有子而慈之理固存于性，则得矣；如其言未尝有子而慈之理具有于心，则岂

可哉！ 故唯释氏之认理皆幻，而后可以其认心为空者，言心外无理也。
若其云“理外无心”，则舜之言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人心者其能一于理哉？ 随所知觉、

随所思虑而莫非理，将不肖者之放辟邪侈与夫异端之蔽、陷、离、穷者而莫非理乎？②

可见，对“心一理也”之说，无论是说“心外无理”抑或“理外无心”，都存在理论漏洞。 这是因为在船

山如同在朱子，“心”不具本体义，相反，“性”“天”才是本体层面的。 于是船山指出孟子之所以说“尽
其心者，知其性”，就是说明“心之不易尽，由有非理以干之，而舍其所当效之能以逐于妄”，这是说

“心之未即理”，因此需要“奉性以治心”，如此“心乃可尽其才以养性”。 而如果“弃性而任心”，那么

“愈求尽之”，只会“愈将放荡无涯，以失其当尽之职”。 而且以张载“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之说，也
正说明“心一理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性者，道心也；知觉者，人心也”，而“人心、道心合而为心”，
如何能说“心”等同于“理”？ 最后，船山指出：“性为天命之理，而心仅为大体以司其用。”③

以上所论便是船山的“性为体，心为用”④思想，这便与阳明“人心是天渊。 心之本体，无所不该，
原是一个天”（《传习录》第 ２２２ 条），“天即良知”“良知即天”（《传习录》第 ２８７ 条），“良知是造化的

精灵”（《传习录》第 ２６１ 条），“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传习录》第 ２０６ 条）等诸说不同。
可以说，正是因为船山突出“性善”地位，强调“仁义之本体”即“性”，而不可言“心”，才认为孟子所

说“人之所不学而能，未虑而知者”是“性”，而学习和思虑属“习”，是后天之习得，而此处不学不虑之

知、能便是“仁也，义也”，而不是阳明所谓“良知”。 船山强调“人性之有仁义，非知性者不足以见其

藏”，因此说《孟子·尽心》章的宗旨便在于“性善”二字⑤。
毋庸置疑，就广义道学而言，均批评告子“义外”说，即不认可基于“杞柳杯棬”类比意义上的“手

工业形上学”⑥，反而认同“仁义固有”意义上的生生道德形上学⑦。 也就是说，广义道学共享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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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 ６ 册，第 １１１３－１１１４ 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 ６ 册，第 １１１４ 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 ６ 册，第 １１１４－１１２５ 页。 关于船山对“性”“心”关系的相关论述，可参考拙作《“心由性
发”与“以心尽性”———船山以“思诚”论“尽心”》，《中国哲学史》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 ６ 册，第 ５５７ 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 ６ 册，第 １１２７－１１２８ 页。
丁耘：《哲学在中国思想中重新开始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 页。
在生生道德形上学后面加一个注释：船山明确区别“人所造作者”与“性之德”，认为前者如弓剑笔砚等，这类事物的特点是“方
有其体，用故不成，待乎用之而后用著”，而后者“仁义，性之德”是“天德”，是不可以“析言之体用”的，即“当其有体，用已现；及
其用之，无非体”。 这是因为“用者用其体，而即以此体为用”，就如《周易》 “天地氤氲，万物化生”这句，便是说“天地之氤氲，而
万物之化生即于此”。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 ８９６ 页）



本体论设定———“道德或德性是天命赋予的、本质完具的”①。 简言之，“仁义固有”说是广义道学的

一个共识。
具体而言，所谓“杞柳杯棬”是指告子主张“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就是说“人性本无

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②。 对告子“义外”说，船山自然是批评的，认为告子之学是只知“能知能觉、
可运可动者之灵，为天之所以与我”，而认“仁义之道”只是“儒者增加之于是非得失之后，初非吾之

所固有焉”。 如此一来，告子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以知觉运动为性，而谓此外之无有”，那么“人何以

异于禽兽”？ 在孟子以及广义道学看来，人禽之辨不在于人是理性动物等规定，而在于人是仁义的。
于是，船山指出：

夫性者何也？ 生之理也，知觉运动之理也，食色之理也。 此理禽兽之心所无，而人独有也。
故与禽兽同其知觉运动，而人自有人之理。 此理以之应事，则心安而事成，斯之谓义。 乃告子则

谓性中无义，而义自外来。 不知义因事而见，而未见之前，吾心自有其必中之节。③

可见，船山对程朱“性即理”说是认可的，而且指出孟子所说“人无有不善”，乃是“专乎人而言之”④。
即以《中庸》未发、已发而言，船山强调“未发之中”便是“诚也，实有之而不妄”，也就是“吾性中固有

此必喜、必怒、必哀、必乐之理”，而李侗所说“于未发之前，体验所谓中者”，在船山看来，就是体验

“性善”而已，即“善者，中之实体，而性者则未发之藏”⑤。 而基于《中庸》 “天命之谓性”，仁、义、礼、
智自然为“人性之固有”。 此类说法在汉唐注家中屡见不见，如《孟子注疏》中有“性本固有，而为天

所赋”，（宋）卫湜在《礼记集说》中也提出“仁义道德皆性之所固有”以及“固有之善性”。 与此“人性

之固有”不同，陆象山、杨简等心学家多主“本心之固有”⑥。 而“仁义固有说”之所以会产生此两种不

同的诠释，主要涉及对“心” “性”及其关系的不同解释。 大体而言，主“人性之固有”者强调心性之

别，人心道心之别，而主“本心之固有”者强调心性不分，心理不二。
就前者而言，基于心性之辨，强调人心、道心之别。 船山主张“天下之言心者，则人心而已”，譬如

告子以“湍水”之喻来说性，便是指“人心”，再比如佛教“三界唯心”等说，亦“人心之谓”。 这是因

为，告子、佛教所谓“心”是“觉了能知之心”，而他们所谓“性”是“作用之性”。 而“以了以知，以作以

用，昭昭灵灵于行住坐卧之间”，仅可“谓之人心”，即《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也即《中庸》所说的

喜、怒、哀、乐。 也就是说，关于“人心”之界定，就是《易传》所谓“成之者性，成于一动一静者也”。 可

见，“人心”是基于“一动一静”，于是“必有同、异、攻、取之机”，从而产生“喜、怒、哀、乐”之情，这是

说“喜、怒、哀、乐”是“当夫感而有”且“当夫寂而无”，而小人执着于“交相感”，异端却沉迷于“交相

息”。 但无论是相感还是相息，都“无自成之性”，都只因动静而或有或无，可见此“人心”非“性之德，
心之定体”⑦。 但“道心”却是“适于一而不更有者也”，而且“一即善也”，即《易传》所谓“继之者善”，
是“继于一阴一阳者”，而“一阴一阳，则实有柔、刚、健、顺之资”，而且“柔、刚、健、顺，斯以为仁、义、
礼、智者”，即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四端。 因此，与人心的“无自性”相比而言，“道心”是当“其
感，用以行而体隐”，当“其寂，体固立而用隐”，虽“微”但“终古如斯，非瞥然乘机之有，一念缘起之

无”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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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震：《戴震哲学的方法论反思》，《哲学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第 ５９ 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标点本，第 ３２５ 页。
王夫之：《四书训义》（下），《船山全书》第 ８ 册，第 ６７５－６７６ 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 １２ 册，第 １１２ 页。 船山针对程子“统心、性、天于一理”提出商榷，认为“是理唯可以言性，
而不可加诸天”。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 ６ 册，第 １１１３ 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 ６ 册，第 ４７３ 页。
针对孟子所说“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铄我也”，象山指出，“此吾之本心”。 （陆九渊：《陆九渊集》，第 ５ 页）杨简：
“本心之所固有”，强调“非自外而至，非勉强而为”。 （杨简：《慈湖诗传》卷 １６，《杨简全集》第 ３ 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８５４－８５５ 页）
除喜、怒、哀、乐之情感属于人心范畴，船山指出“了、知、作、用之灵”亦属人心（王夫之：《尚书引义》，第 ２６３ 页）。 可见，人的情
感、认知、才能，在船山看来，均属于人心范畴。 这便与杨简所说“道在人心，人心即道，故曰道心”截然不同（杨简：《慈湖诗传》
卷 １６，《杨简全集》第 ３ 册，第 ８５７ 页）。
王夫之：《尚书引义》，《船山全书》第 ２ 册，第 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４ 页。 至于船山对阴阳与仁义之关联的相关论述，可参考拙作《“心由
性发”与“以心尽性”———船山以“思诚”论“尽心”》，《中国哲学史》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７９ 页。



正是基于人心、道心之别，强调心理不一，船山批评象山、阳明“心即理”说确有其思想效力和学

术意义，即为心学式的主体性和意志论的克服提供了一种超越义上的“人之天”即性的理论预设①。
固然，人心、道心不可“判然为二”，船山主张二者的关系是“互藏其宅，交发其用”②，但又不能不立

“等威廉隅”，看待二者的正确观点是“斯二者藏互宅而各有其宅，用交发而各派以发”。 也就是说，
虽然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四端与喜、怒、哀、乐之四情相互联动，彼此协同作用才有所成就，但也

要明白“灼然知我之所有”的内容，即“不但此动之了喜了怒、知哀知乐感应之心，静之无喜无怒、无
哀无乐空洞之心”，亦有“仁义礼智之始显而继藏者，立本于宥密，以合于天命之流行，而物与以无

妄”。 可见，于船山而言，仁义道德乃天命于人者，是人性之固有者，亦是道心之所以流行发用者，而
其他知觉才能、喜怒之情却是与万物交感后才产生的。 而告子、佛教论心、论性均是在此“人心”意义

上展开，“垂死而不知有道心者”③。 继而对阳明学“无善无恶”说的批评，船山亦是基于“迥有人心、
道心之别”，高度赞扬张载阐发“性之藏”而“该之以诚明”，认为此“为良知之实”，万不可以无善无恶

为良知，这是因为“仁义，天德也，性中固有之而自知之”④。 也就是说“何谓性之藏”？ 便是“仁者，生
理之函于心者；也感于物而发，而不待感而始有，性之藏”⑤。 这是确立“性善”要义，强调“性即理”，
证明仁义乃人性之固有，是“始有”且“本有”，虽然与外物相感才生发其功用，但即便寂然虚静，不与

外物交感，此仁义之德性也不会消亡，是恒常存有的，不因动静而生或存在或不存在之区别。
但正如上述所言，“仁义固有”虽分两派，但象山、阳明主“本心之固有”，亦与告子“杞柳杯棬”不

同，船山将阳明学“无善无恶”判为没有道德规定或价值内容的“人心”范畴，阳明自然不会认同。
“无善无恶心之体”无疑是在“至善是心之本体” （《传习录》第 ２ 条）意义上来说的。 因为在阳明看

来，其对良知、心之本体的界定是保有儒家仁义内容的，也强调“恶人之心，失其本体”（《传习录》第
３４ 条）。 可见，船山以“人心”来界定阳明“无善无恶”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而言，陆王心学将“心”放在与性或理同等的地位，船山基于心性之辨、人心道心之别的论

述，对“心即理”意义上的心本论提出批评，其对“心”的理解承绪张载、朱子，强调：“心之为德，只是

虚灵不昧，所以具众理应万事者。”⑥于是，就“性”“心”，船山强调“性，诚也；心，几也”，固然“几者诚

之几”，但“迨其为几”，“诚固藏焉”，这便是“心统性”命题的意涵；于是“在诚则无不善”，但“在几则

善恶歧出”，这便是周敦颐所说“几善恶”，因此就“心”概念而言，“不可加以有善无恶之名”⑦。 可

见，船山仅是在道心或者仁义之心的意义上强调“固有仁义之心”“不知有仁义而本心隐”⑧，或者“人
人皆有之心”⑨。 也就是说，其“本心”义仅指仁义之心而言，即所谓“仁义之本心”，而“心”概念的

内涵和外延是大于“道心”或“本心”概念的，与陆王“心即理”意义上的“本心”不同。 可以说，船山

在“性为体，心为用”前提下，一方面树立“在人之天”即性的本体地位，确保“道心”的超越端，另一方

面又保障“心”作为“大体”的功能义，而不滑向“心即理”内在端，避免陷入一种主体主义的形上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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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关于儒家传统的心性理论尤其是心学本体论的理论困境，可以参考余英时“良知傲慢”、劳思光“特权的谬误”（ ｆａｌｌａｃｙ ｏｆ ｅｎｔｉｔｌｅ⁃
ｍｅｎｔ），而对此类道德的主体性哲学的根本性的反省，可参考东方朔《“两头明，中间暗”———朱子对象山心学的批评及其蕴含的
理论问题》（《孔学堂》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及其所著《朱子哲学与宋明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 年）第 ９ 章“两头明，中间
暗”及第 １０ 章“体悟、言说与规则”中相关论述。
所谓“互藏其宅”是指“于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端，各端均有喜、怒、哀、乐之情，而“于喜、怒、哀、乐”四情，亦可“交有恻隐、
羞恶、恭敬、是非”之四端，所谓“交发其用”是指如“以恻隐而行其喜，以喜而行其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与怒、哀、乐均可“交待
以行”（王夫之：《尚书引义》，《船山全书》第 ２ 册，第 ２６２ 页）。
王夫之：《尚书引义》，《船山全书》第 ２ 册，第 ２６３ 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 １２ 册，第 １１２－１１３ 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 １２ 册，第 ２０３ 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 ６ 册，第 １０７９ 页。 船山认可朱子“仁者，心之德”之说，也就是说“心则只是心”，强调不
可直接将心视作与仁等同，而孟子所谓“仁，人心”，在船山看来，只是为了与动物之知觉运动之灵明做分别，强调就人而言，“仁
为人心”是“即与灵明之心为体”，但是人在放心之后，“仁去而灵明之心固存”，于是只能“以此灵明之心而求吾所性之仁心”，而
不是求此“知觉之心不昏不杂”。 船山强调“仁义之心”与“灵明之心”也即道心、人心的关系是“以本体言，不可竟析之为二心，
以效用言，则亦不可概之为一心”（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 １０８４－１０８５ 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 ６ 册，第 １１０８ 页。
王夫之：《四书笺解》，《船山全书》第 ６ 册，第 ３４８ 页。
王夫之：《四书笺解》，《船山全书》第 ６ 册，第 ３５１ 页。
王夫之：《四书笺解》，《船山全书》第 ６ 册，第 ３７５ 页。



中，从而在超越与内在之间保持一种均衡和张力。

二、对“第一义工夫”的批判

虽说“仁义固有”为广义道学的共识，但“固有”不代表取消工夫，那工夫何以必要？ 程朱给出的

理由是“气禀之杂，物欲之私”，陆王心学认可此说，只是二者关于去恶从善的工夫路径不同，朱子强

调“究观圣门教学，循循有序，无有合下先求顿悟之理”，而陆王依仗“第一义工夫”或“先天之学”①。
陆王心学的“第一义工夫”固然“简易直截”，但正如何俊所言，“如果将工夫封域于意识之中，那

么由工夫的展开而确立的本体，终将只是一个幻想。 因为意识作为纯主观性的活动，本质上缺乏统

一的标准来进行评判取舍，因此意识活动的自由展开，必然流于相对主义，并最终导向价值确认上的

虚无和社会实践中的失范。 心学之流于禅学，正是这一显见的过程”②。 于船山而言，一方面承绪朱

子“格物始教”说，明确指出，“以格物为本始者经也，非独传也，尤非独朱子之意”，批评阳明借郑氏

《大学》古本发难，将“格”训为“式”，是步张九成与宗杲之后尘，从而批评阳明“废实学，崇空虚”③。
另一方面，面对阳明的发问“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船山亦有推进和创发。 首先，他
指出：“圣贤之学，其于知也，止以知是知非为大用”，不是指“昭昭灵灵的识”。 也就是说，《大学》“致
知”中“知”即道德上的是非对错，而不是笼统地涵括人的所有认识能力。 其次，也承认“吾心之知，
有不从格物而得者”，认可“非即格物即致知”这一命题，也就是耿宁的问题“是否所有的道德判断、
态度和信仰都是通过问学得来的”④，对此问题，船山自然是承认的。 因此，他辨析张载强调“博文之

功在能立之后”确与朱子“格物为始教之说”有别，但是根据《大学》“以知止为始”“修身为本”的说

法，以及朱子“本始所先”之说，船山在强调“志道强礼为学之始基”的前提下，为朱子“格物始教说”
做了辩解，指出朱子“格物始教”绝不是“志未大，立未定”，仅仅仰赖“博文以几明善”⑤。

但船山也指出存在“格致相因”的情况。 比如孝慈之理，他也承认“意不因知而知不因物”，而且

“天下之物无涯，吾之格之也有涯”，如果说必须“待格尽天下之物而后尽知万事之理”，那是“必不可

得之数”，进而对朱门诸子“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仅陷于“格物”而遗缺“致知”的做法提出批

评⑥。 但克就孝亲而言，就做具体道德之事而言，确实是需要“藉格物以推致其理”，目的是“使无纤

毫之疑似”，不至于如申生、匡章一样陷于不孝的境地，这便是“格致相因”，在此意义上才可说“致知

者，析理之是非，无毫发之差也。 故必格物以因事辨理，而后是非昭著”⑦。
进而，船山强调“学圣者格物致知为入圣之门”。 譬如孔子何以为集大成者？ 就在于其“好古敏

求，不厌不倦，乃至发愤忘食，其求智如此其至”，所以孔子自言“忠信如人，而人不如其好学”，因此

他指出唯有“圣学极乎其至”才能“知无不明，洞见万物之理与天道变化之几”，才能“随时以应”，这
是本于“其所深知者而行”，于是“成乎时中之妙”。 可见，船山对在具体情境中寻求合适的道德之是

非判断极为看重，由“格物致知”组成的“圣学”相比于“正心诚意”构成的“圣修”更为不可及⑧。 此

处，船山将“格物致知”放在一起并将之视为“入圣之门”，如此将朱子“格物穷理”在工夫序列中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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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月惠称陆王一系工夫为“第一义工夫”（林月惠：《阳明与阳明后学的“良知”概念———从耿宁〈论王阳明“良知”概念的演变及
其双义性〉谈起》，《哲学分析》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彭国翔称之为“究竟工夫”（彭国翔：《阳明后学工夫论的演变与形态》，《浙江学
刊》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也就是牟宗三所说“本质的工夫”（“逆觉体证”“智的直觉”）（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台北：台湾
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４ 年，第 ２００－２０１ 页），而且这“第一义工夫”是与“助缘的工夫”相对待的。
何俊：《洛学向心学的转化———论王苹、张九成思想走向》，《哲学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第 ６２ 页。 对此，东方朔亦指出：“趋向于
内在的主观意识的体悟和直觉”，而此“上达直悟本体之功夫路数，虽显其浑沦圆顿气象，然作为一种功夫入路，其所表现的精神
境界毕竟只是一种直觉体验，这种直觉体验……而不可避免地流于神秘和玄鹜，于吾儒人文世界之规则、准则之开显，并进而借
其可遵循、可操作和可把握的理性品格而致其沐风成教、励德敦品质功效无疑相隔一段”。 参见东方朔《朱子哲学与宋明理学》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 年，第 ５４、７２ 页。
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全书》第 ４ 册，第 １４６８ 页。
耿宁：《心的现象》，倪梁康、王庆节、张庆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９５ 页。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 １２ 册，第 １７２ 页。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 ６ 册，第 ４０５－４０６ 页。
王夫之：《四书笺解》，《船山全书》第 ６ 册，第 １１２ 页。
王夫之：《四书笺解》，《船山全书》第 ６ 册，第 ３３７ 页。



端义加以消解①，强调“格物致知”作为“圣学”工夫既在开端又在终点，既在讲究工夫细目，又在讲求

工夫之时中得宜，处在工夫首尾循环往复之地位。 可见，格物致知工夫绝非“助缘工夫”。 与强调学

问，看重格物致知工夫相一致，船山对“枯守此心”“收敛此心”工夫提出批评，指出“枯守此心而仁义

之理不著”，相反“学问则日存心于理义，而不逐物以流”，而且“于古今事物之理，研求其心安而理得

者”，能够“以审其不容已之大用，则因事见心，而仁在其中矣”，强调学问在“博学切问”②。 也就是，
船山将格物致知、博学切问工夫看作是“集义”工夫，而其工夫之效验在于“时中之妙”③。

当然，也不能反过来说诚意正心是“助缘工夫”。 船山也强调“诚意者，天德、王道之关”，而曾皙

之所以看不起管仲，就在管仲缺乏“诚意正心之德”，朱子也说“生平所学，止此四字”，万不可与格物

致知上争大小。 而“朱子之重言格致者，为陆子静救也。 其于陈同甫，则必以诚正告之”。 因此，船山

着重指出朱子所谓“格物始教”其真意绝不是说“自格物始而以平天下终”，而是“《大学》之条目，相
为首尾”④。 关于工夫条目之“相为首尾”的思想，在解释《大学》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关系时，船
山通过“后”“後”概念之辨析，取消了四者工夫在时间序列上的先后次序⑤。 正如其在解释《论语》志
道、依仁、据德、游艺时所强调的，“一立次序，便不是圣人教学者全备工夫”⑥。

综上可见，在船山看来，朱子之所以重格物致知，就在于对治陆象山工夫之空疏，并非不重诚意

正心工夫，而且按照他所主张的《大学》工夫“相为首尾”的观点，格物致知“圣学”工夫与诚意正心

“圣修”工夫不是谁为第一义、谁为第二义的问题，而是兼重、并重的，他强调的是“全备工夫”。 而其

对格物致知、穷理工夫所作的一系列修正，其实是受到陆王心学工夫论的影响，至少是正面回应了阳

明对朱子学格物穷理说的责难。

三、关于政治社会风气等“外在批判”

如果说在心性论、工夫论层面，船山的心学批判是内在批判的话，那么在关于士风、异端、家国沦

丧乃至文风等方面的批判，显然是外在的。 船山曾言“王氏之学”流传之弊，“廉耻丧，盗贼兴，中国

沦丧”，正如“陆子静出而蒙古兴，其流祸一也”⑦。 但正如贺麟所言，“今欲以宋代数百年祸患，而归

罪这几位道学家，不惟诬枉贤哲，抑且太不合事实，太缺乏历史眼光了”⑧。
而对于心学异端或“阳儒阴释”的批判，阳明曾针对陆子禅或告子等说法提出反问，指出：“今禅

之说与陆氏之说、孟氏之说，其书具存，学者苟取而观之，其是非同异，当有不待于辩说者。”⑨对此，
吴震也指出以“阳儒阴释”之类说法来批评阳明是不合法的，阳明固然有借鉴佛道思想之处，但恰恰

说明“阳明心学在精神上具有向所有传统的开放性”，而且正如孙德仁所言，心学家们“思想虽有三

教合一的倾向，但在具体表现与价值关怀上始终是儒者本色”。
可以说，船山对陆王心学诸如此类的“外在批判”存在苛评，无关学理，有失公允，但其对“良知

教”对科举考试、经义写作、文风等影响的批评却也发人深省。 他指出：“良知说充塞天下，人以读书

穷理为戒”，比如隆庆戊辰会试，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文，士子们不用朱子《四书章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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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基于张载“儒者穷理，故率性可以谓之道”，指出所谓“儒者穷理”就是“穷仁义中正之所自出，皆浑沦太和之固有，而人得之
以为性”，将“穷理”之“格物”意义加以消释，而代之以《易传》的“穷理尽性”说，从而将“穷理”限定在探寻人生之意义，人之所
以为人的根据，或者说人生在世诸美德是从何而来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追问。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 １２ 册，第
１８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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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宋儒的新评价》，参见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 ３ 集第 ５ 册《新心学批判》，沈阳：沈阳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２ 年，第 ９２ 页。
陆九渊：《陆九渊集》附录一，第 ５３８ 页。
吴震：《阳明后学研究》（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９ 页。
孙德仁：《阳明后学的复卦诠释进路及其走向———以王畿、颜钧、罗汝芳为中心》，《周易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２１ 页。



注》，“由此而求之一转”。 对此“取士教不先而率不谨，人士皆束书不观，无可见长，则以撮弄文字为

巧”的状况，船山是颇为不满的①。 如对李贽对当时文风的影响，船山便提出了尖锐批判，指出：“自
李贽以佞舌惑天下，袁中郎、焦弱侯不揣而推戴之，于是以信笔扫抹为文字，而诮含吐精微、锻炼高卓

者为‘齩姜呷醋’，故万历壬辰以后，文之俗陋，亘古未有”，此类文风主张“必不经思维者而后为自然

之文”，于是船山反问道作文之草创、讨论、修饰、润色，费了许多斟酌，难道也是“齩姜呷醋”？ 对陶

望龄《文集》中“序、记、书、铭”诸多作文方面的问题提出批评，指出其“用虚字如蛛丝罥蝶，用实字如

屐齿粘泥，合古今雅俗，堆砌成篇，无一字从心坎中过，真庄子所谓‘出言如哇’者，不数行即令人头

重”②。 此类批评，确也言之在理，提出读书作文贵在斟酌、思考。
当然，船山对陆象山严于律己、王阳明功业彪炳颇为赞许。 对于当时儒者吕留良极力诋毁“陆王

之学”也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吕维护朱子之学固然没问题，但抬高三苏之学却是不应该。 他颇为激

越地喊出：“苏氏岂敢望陆王之肩背者！”这是因为，以象山律己之严、阳明功业之大，如果不浸淫浮

屠，“自是泰山乔岳”。 而且“朱子与子静争辩，子静足以当朱子之辨者”③。 可见，对陆王的人格品

质、事功大业，船山是推崇的。

四、结语

陆王心学作为广义道学中一重要思想流派，其思想之直截简易、解悟高明诚然丰富、发展了儒学

的思想世界，但与之如影随形的便是心学批判史的形成、展开。 当下学界注重弘扬陆王心学，亦当重

视对后者的研究和掘发，正面阐述和反面批判宜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如此才能保障儒家思想在当代

的健康发展。
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对船山的心学批判，凸显陆王心学在心性论、工夫论、社会风气、文风等方

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虽有苛评之处，但对修正“主体性上学”“第一义工夫”“自然文风”等偏颇之处

亦有其不可忽视的思想效力；同时，陆王、程朱与船山均认可“仁义固有”命题，由此亦可见，船山在人

性问题也即在人之为人的问题上的看法和主张，仍属于广义道学，既非告子“杞柳杯棬”，亦非荀子

“性朴”，亦非汉儒“性三品”等诸说④。 因此就船山的学术立场、思想归属而言，正如陈来所言，就不

能视其为“反理学”，仍须承认包括船山在内的清初儒者们的“哲学问题意识或哲学思考的范式仍来

自理学，他们的思想都仍然是儒学的立场，他们大多也肯定濂洛关闽（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的道

学思想”⑤，这一判说诚为确论。

（责任编辑　 余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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